
Dispute Settlement 争议解决, 2025, 11(10), 32-39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5.1110301 

文章引用: 马欣宇. 税收犯罪防控的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衔接问题研究[J]. 争议解决, 2025, 11(10): 32-39.  
DOI: 10.12677/ds.2025.1110301 

 
 

税收犯罪防控的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衔接问题

研究 
马欣宇 

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西 南昌 
 
收稿日期：2025年8月29日；录用日期：2025年9月23日；发布日期：2025年9月30日 

 
 

 
摘  要 

当前我国税收犯罪的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衔接存在一定的问题，实体层面具体表现为涉税行政违法行为

与犯罪行为的界定标准不明确、同一涉税犯罪行为是否存在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重处罚的问题；程序

层面则表现为认定程序上存在着“刑事优先”、“先行后刑”的争议以及行刑衔接过程中证据的转化移

送等问题。为实现税收犯罪防控的有效的行刑衔接，一方面，实体上需对《税收征收管理法》进行修改

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以进一步明确涉税犯罪的行刑衔接以及入罪出罪的问题，实现实体上的“一罪不二罚”

并确立例外规定；另一方面，程序上运用“双轨制”解决“刑事优先”与“先行后刑”的争端，进一步

明确证据转化移送规则，促成税务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协作配合，进而实现对税收犯罪的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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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certain problems i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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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minal penalties for tax crimes in China. Specifically, at the substantive level, the criteria for de-
fining tax administrative violations and criminal acts are not clear, and there are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the same tax crime can be subject to both administrative and criminal penalties. At the 
procedural level, there are disputes over the “criminal priority” and “administrative first, then 
criminal” approaches in the identification process, as well as issues regarding the conversion and 
transfer of evidence dur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dministrative and criminal penalties. To 
achiev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administrative and criminal penalties for tax crimes, on the 
one hand, substantive modifications to the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Law” and the issu-
ance of relevan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are needed to further clarif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d-
ministrative and criminal penalties for tax crimes and the issues of conviction and acquittal, ensur-
ing “no double punishment for one crime” and establishing except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 “dual-
track system” should be adopted to resolve the disputes over “criminal priority” and “administra-
tive first, then criminal”, further clarify the rules for the conversion and transfer of evidence, and 
promote the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ax authorities and judicial authorities, 
thereby effectively governing tax cr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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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税收，国家(政府)财政最主要的收入形式和来源[1]。实现税收犯罪防治行刑有效衔接，能够实现对犯

罪行为的精准打击，而且能够为国家税收征收管理秩序提供切实可行的保障。尽管，无论是《刑法》《税

收征收管理法》等法律中规定的涉及税收犯罪行刑衔接的一些专门性的规定，还是《行政诉讼法》《刑

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中规定的有关行刑衔接的一般性规定，都存在着不明确、可操性有效、实践争议

较大的情况，因此，对于理清当前税收犯罪防治中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衔接的基本情况与存在的问题以

及如何实现有效的行刑衔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税收犯罪防控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衔接现状 

2.1. 实体性衔接立法现状 

关于税收犯罪防控的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实体性衔接主要涉及税收违法行为的实体认定，涉及税收

征管的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界限，以及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相关规定。其相关法律主要规定在

《刑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税收征收管理细则》以及《发票管理法》等法律规定之中。首先，关于税

收征管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界限和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衔接的主要规定如下，一是《刑法》的破

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的危害税收征管罪一节中，共规定了逃税罪、抗税罪等 14 项罪名，主要

明确了具体违反税收征管规定的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行为的界定以及构成犯罪所应承担的相应的刑事

责任。二是，在《税收征收管理法》的第 63 条、第 65 条、第 66 条、第 71 条、《税收征收管理细则》

第 91 条以及《发票管理法》的第 27、38 条分别对应《刑法》所规定的关于逃税、逃避追缴欠税、出口

骗税、抗税、非法印制发票、非法印制伪造完税凭证、虚开发票、私自印制伪造变造发票具体行政违法

行为的认定并且肯定了对于上述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的追究。除了上述有关税收违法行为可能会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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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以及刑事处罚外，还存在着一些特殊的行政处罚类型。例如《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

的规定》第 11 条规定了，在同时存在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情况下，警告、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

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可以继续执行。 

2.2. 程序性衔接立法现状 

关于税收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的程序性规定，主要涉及有关案件移送、证据移交以及移交执

行与监督等规定。首先，有关于税收类案件的移送，根据《税收征管法》的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实

施有关逃税、逃避追缴欠税等违反税务征收管理相关规定的违法行为涉及犯罪的，税务机关应当依法移

送司法机关。有关案件的由司法机关反向移送至税务机关的规定，规定在了《行政处罚法》以及《刑事

诉讼法》之中，明确如果涉嫌犯罪的税收违法行为不需要或者免予刑事处罚，但是需要予以行政处罚的，

司法机关应当移送至税务机关，其程序运行的具体步骤，则是规定在《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

的规定》和《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见》之中。其次，有关证据的相关规定，行政机关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所收集到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可以在涉税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 1。不

过有关司法机关在相关工作中收集到的证据材料，能否在行政执法程序中进行使用，当前法律缺乏直接

明确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涉税犯罪判决裁定中所确

认的事实，除非有重点问题，可以作为有关涉税行政诉讼案件定案的依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51 条的规定，税收行政诉讼案件如果以未审结的刑事案件

审理结果为依据，需要中止诉讼。最后，关于移交执行与监督的规定，主要由《税收征管法》第 77 条所

规定的不依法移交的税务人员所承担的法律后果，以及《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 11
条和第 14 条分别规定的禁止以行政处罚代替移送以及人民检察院和监察机关对移送执行的监督权。 

3. 税收犯罪防控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衔接的实践困境 

3.1. 实体性衔接的困境 

3.1.1. 税收行政违法行为与涉税犯罪界定标准不明确 
对具体涉税违法行为进行准确认定是对相关行为进行处罚的前提，也是税收犯罪行刑衔接中实体衔

接的重要一环。但是，我国当前法律对于涉税违法行为罪与非罪的认定标准并不明确，从而影响了税收

犯罪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有效衔接。第一，《刑法》与《税收征收管理法》《发票管理办法》等法律对

税收违法行为界定的范围不一致。在《刑法》的危害税收征管罪一节中，共规定了 14 个涉税犯罪罪名，

但是在《税收征收管理法》以及《发票管理办法》中仅有 8 个违反税收管理秩序的行政违法行为与之对

应，并未实现所有税收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一一对应”，影响了行刑有效衔接。第二，对于某些

税收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界定存在矛盾不合理的情况。例如，《刑法》与《税收征收管理法》中有

关“逃税”行为的行刑界定就存在着不符合逻辑的情况。逃税行为中存在不申报纳税这一行为类型，在

《刑法》第 201 条规定，纳税人不申报纳税，数额较大即构成逃税罪；而《税收征收管理法》的第 63 条

规定只有在税务机关通知申报纳税，而纳税人不申报的，成立“逃税”。一般来讲，刑事违法相较于行政

违法，其社会危害性更强，换言之，其构成条件应当更为严格。但是，目前关于“逃税”行为的界定，刑

法与行政法的界定恰好相反，这样可能会导致在实践中，某一纳税人的行为经过认定不构成行政违法，

反而构成犯罪而被定罪量刑这样并不合理的情况出现。第三，某些犯罪的入罪标准存在争议。例如，对

于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认定一直存在一定的争议。《刑法》第 205 条规定了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四种罪

 
1参见《刑事诉讼法》第 54 条：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

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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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但是这四种罪状的规定相对简单，使得实践中的认定存在较大争议。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通过答复、发布意见及典型案例等方式明确了构成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必须以骗取抵扣税款目的

和造成税款损失结果为要件 2，但是由于答复、意见等方式的效力较低，在实践中许多法院并未将其作为

裁判依据，而是继续将其作为行为犯进行认定。 

3.1.2. 同一税收违法行为能否二罚存在争议 
“一事不二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法律概念，是指同一违法行为不能同时受到双重处罚[2]。但是，

在实践中也确实存在同一涉税违法行为同时受到行政刑事双重处罚的情形。例如，北京顺威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犯逃税罪一案中，涉事公司少缴纳税款 453 万元，处罚金 50 万元(远低于逃税缴纳税款 50%以上

的罚款标准)，对公司直接负责人处 4 年有期徒刑并处 4 万元罚金 3。此案在移交之前，税务机关已经作

出行政处罚，但是由于之后刑事处罚的金额小于罚金数额，折抵规则补救效果有限，一事二罚难以避免。

对于上述实践中存在“一事二罚”的情形，在学术界和实务界都存在一定的争议。其中否定一事二罚的

观点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首先，“一事不二罚”原则存在法律依据，《行政处罚法》第 29 条规定“对

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其次，理论上“一事不二罚”源于“一

事不再理”，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除了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再行起诉和处理。同样对于税

收犯罪这样的行政犯罪而言，不能对同一涉税犯罪行为进行重复定罪并予以处罚。同样，也有学者认为

对税收犯罪实行双重处罚也存在一定的合理性。第一，理论上，税收犯罪为行政犯罪，行政犯罪具有行

政违法性和刑事违法性双重违法性，既然存在双重违法性，那么理应受到双重处罚[3]。第二，虽然《行

政处罚法》引入了“一事不二罚”原则，并且最高人民法院曾解释一事不二罚指同一违法行为不能给予

两次以上相同或类似性质的行政处罚[4]，但是该原则的范围仅仅局限于行政处罚内部，而在《刑法》中

并未明确规定，不过可以依据《刑法》第 3 条和第 5 条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取得

类似的刑罚适用效果，但是范围也只能局限于刑事处罚内部[5]。因此，当前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规定“一

事不二罚”原则可以适用于行刑衔接的情形中。 

3.2. 程序性衔接的困境 

3.2.1. 税收犯罪认定程序存在争议 
根据税收犯罪行刑程序性衔接的一般性规则，对于有关人员实施逃税、抗税、虚开发票等涉税违法

行为涉嫌犯罪的，税务机关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但是移交司法机关之后，相关税务机关是否还能继

续作出行政处罚，尚存在一定的争议。针对这一争议问题，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刑事优

先”，即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后，税务机关不得再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应当中止行政处罚程序[6]；另一种观

点认为“行政优先”，即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后，税务机关应继续作出行政处罚，源于行政处罚权等征管

权的法定，税收行政复议等程序并不中止，认可刑罚与其不相类似的行政处罚并存[7]，并提出针对相关

特定的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后再移送[8]。 
主张“刑事优先”的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首先，要避免同一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刑事双重处罚[9]。

税收犯罪作为犯罪行为相较于行政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更强，同时，刑事处罚相较于行政处罚也更为

严厉，因此刑事处罚应当优先[10]。其次，相关文件对“刑事优先”原则予以肯定。根据《关于加强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1] 8 号)第 1 款第 3 条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在移送案件时未

 
2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 56 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

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虚开的税款数额在十万元以上或者造成国家税款损失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

诉。 
3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20]京 03 刑终 49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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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作出行政处罚规定的，原则上应当在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或免予刑事处罚后，再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

罚 4。 

而主张“先行后刑”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行政处罚法》规定了行政罚款与刑事罚金的折

抵规则 5以及《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规定了一些特殊的行政处罚在移送后可以继续

执行 6，这些规定都从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立法上对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并存的支持。第二，对于逃税初

犯的处理方式也体现了“先行后刑”的原则，根据《刑法》第 201 条第四款的规定，纳税人实施逃税行

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经接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

事责任，根据此款规定，司法机关已经确认纳税人已接受税务机关的行政处罚后，才作出了不予追究

刑事责任，说明行政程序优先。第三，《税务稽查案件办理程序规定》中所规定的税务机关可以中止检

查的情形中 7，并不包括案件已经移交司法机关、刑事司法程序已经启动以及需要等候刑事司法活动的

结论。 
综上，对于涉嫌犯罪的涉税案件移送至司法机关后，行政处罚能否继续作出主要存在以上两种观点，

并且无论是“刑事优先”还是“先行后刑”两种观点均缺乏明确直接的法律依据，都是通过法律条文间

接表明，或者相关中央文件或者司法判例存在着法律位阶过低的情况，造成了当前对于此问题的争议。 

3.2.2. 证据转化移送机制不健全 
税收犯罪的程序衔接困境除了上文提到的“刑事优先”与“先行后刑”的争议问题之外，还存在着

其他问题，影响税收犯罪防治的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有效衔接。例如，证据转化机制不完善[11]。无论

是税务机关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还是司法机关定罪量刑，都离不开证据的移送和转化。但是，税收执法

证据以及刑事证据在形式、收集规范性等方面存在差异，会导致税收行刑衔接的证据转化不畅[10]。第一，

税收执法证据与刑事证据的种类并非完全对应，这会为证据转化带来阻碍[12]。例如税收执法中的现场笔

录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刑事证据，可能带来移送或转化的困难而影响案件的处理。第二，税务处理决定

书、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等税务执法文书能否作为刑事证据以及如何转化适用存在较大争议[10]。尽管税

务处理决定书等作为证据广泛适用于涉税案件的刑事程序中，但是由于其证据属性及证据效力具有较大

争议，使得其在转化过程中还是受到了一定的阻碍。第三，缺乏有关收集证据的法律规范来规制税务机

关的证据收集工作。由于当前税务机关收集证据的规范性不足，可能会导致收集到的证据难以达到刑事

 
4参见《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1]8 号)第 1 款第 3 条：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

案件，应当移交案件的全部材料，同时将案件移送书及有关材料目录抄送人民检察院。行政执法机关在移送案件时已经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的，应当将行政处罚决定书一并抄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原则上应当在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

或者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后，再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 
5参见《行政处罚法》第 35 条：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行政拘留的，应

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罚金；行政机关尚未给予当事人罚款的，

不再给予罚款。 
6参见《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 11 条：行政执法机关对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不得以行政处罚

代替移送。 
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前已经作出的警告，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的行政处

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依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前，已经依法给予当事人罚款的，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依法

折抵相应罚金。 
7参见《税务稽查案件办理程序规定》第 33 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致使检查暂时无法进行的，经稽查局局长批准后，中止检查： 
(一) 当事人被有关机关依法限制人身自由的； 
(二) 账簿、记账凭证及有关资料被其他国家机关依法调取且尚未归还的； 
(三) 与税收违法行为直接相关的事实需要人民法院或者其他国家机关确认的； 
(四)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可以中止检查的。 
中止检查的情形消失，经稽查局局长批准后，恢复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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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的证明要求，从而被排除影响裁判的正常进行或者影响裁判的效力。 

4. 税收犯罪防控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衔接机制的完善 

4.1. 实体性衔接的完善 

4.1.1. 进一步明确税收犯罪与行政违法行为之间的界限 
第一，确保税收犯罪与涉税行政违法行为界定的范围一致。具体做法应当参照《刑法》税收管理章

规定的 14 个罪名，在《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律中补充虚开增值税发票罪、非法买卖发票等罪的相关衔

接条款，使得刑法与行政法对涉税违法行为规制范围保持一致，从而至少能够实现形式上的有效衔接。

第二，调整部分涉税行为刑事违法与行政违法界定的规定。例如，上文提到的《刑法》与《税收征收管理

法》对逃税行为的界定存在相互矛盾的情况应当作出适当调整，笔者认为应当修改《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 63 条，将纳税人不申报纳税的行为也纳入到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调整范围之中，而非保持当前该类行为

已经构成犯罪却不构成行政违法的现状。第三，进一步明确部分涉税犯罪的入罪标准。实践中，对于税

收犯罪的出罪入罪、定罪量刑之所以存在较大争议，其本质原因还是在于当前相关法律规定不明确，缺

乏实操性。以上文提到的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争议为例，立法层面缺少法律位阶高的规定来弥补对此罪

入罪出罪的争议的漏洞，笔者认为应当修改《刑法》第 205 条或者通过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

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构成要件，从而统一司法裁判，消除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实现公平正义。 

4.1.2. 确立实体上一事不二罚的原则并肯定特殊情况下“二罚”的适用 
有关涉税犯罪能否存在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二罚”的情况，笔者认为应当确立“一事不二罚”的

原则，但不能否定实践中会存在特殊情况需要启用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重处罚来规制涉税犯罪行为。

首先，明确行政处罚只有在司法机关认为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判处免于刑事处罚时方可适用的处罚原

则，确保一般情况下，相关当事人不会因同一税收犯罪而受到行刑双重处罚。其次，明确行刑双罚的例

外情形。关于税收犯罪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特殊性原则，域外经验值得借鉴，以意大利的法律规定为

例。意大利 2000 年颁布的《新所得税和增值税犯罪惩罚法》中引入了特殊性原则，规定了刑事处罚减免

规则，减免的条件是纳税人已经缴纳税款以及相关的行政处罚和利息，这项规定也就表明了第 21 条第 2
款规定的行政处罚中止执行存在例外，即纳税人主动承担行政处罚以享受刑事处罚减免待遇[13]。对此，

我国可以借鉴这一做法，具体可以规定“同一涉税违法行为，原则上只有当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司

法机关免除纳税人刑事责任时，行政处罚才可以适用执行，否则司法机关作出刑事处罚判决后，行政处

罚必须中止执行；当同一涉税违法行为可能同时适用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时，行政处罚只有在与刑事处

罚性质不同时方可适用。” 

4.2. 程序性衔接的完善 

4.2.1. 明确税收犯罪认定程序 
关于税收犯罪认定的程序，根据我国当前的立法情况，存在着“刑事优先”以及“先行后刑”两种观

点，无论根据哪种观点对税收犯罪行刑衔接进行修改都是一刀切地认为刑事或是行政优先，而未充分考

虑到相关税收违法犯罪案件的实际情况。为此，学界有学者提出了解决之法，翁武耀教授提出实行双轨

制，即对同一税收违法行为，税务机关与司法机关的检(调)查和裁决(包括行为认定与处罚)是相互独立的，

一方程序的开展不影响另一方程序的开展，并其从两项程序的差异论证双轨制的必要性，从两程序的相

互独立的属性以及域外经验论证可行性[5]。笔者认为此观点能够较好地解决无论是“刑事优先”还是“先

行后刑”所带来的与当前诸多法律规定的矛盾，也不用考虑税收案件反向移送的相关问题，但是还应注

意双轨制下对于税务机关以及司法机关的工作衔接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建立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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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信息共享机制[14]，双方应更加注意互相协作、互相监督，税务机关应当及时将涉嫌犯罪的涉税违法

行为告知司法机关，并积极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等协助；同样，司法机关也在税务机关追缴税款等方面提

供支持或协助，及时弥补相关税收违法行为造成的危害，维护我国税收征收管理秩序。 

4.2.2. 健全税收犯罪行刑衔接证据转化移送机制 
首先，进一步明确可转化证据的范围。上文提到有部分税务机关收集到的证据材料没有被纳入可转

化的证据范围之中，同时也存在着部分能够为税收犯罪案件提供证明作用的材料是否能够转化为证据适

用到刑事诉讼中存在一定的争议。笔者认为应当可以对《刑事诉讼法》第 54 条所规定的行政机关在行政

执法和查办案件收集到的证据材料进一步明确，具体做法是明确“等证据材料”所涉及哪些证据材料，

可以参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 64 条将“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笔录”纳入可转化的证据，同

时规定现场笔录纳入检查笔录的范畴，使其具有可转化证据的资格。现场笔录就是税务人员在进行执法

活动时所做的笔录，其依据的是当时的现场执法情况，较为客观及时地展现了案件的基本情况，因此，

将其作为检查笔录，可以进一步减少证据转化的障碍。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现场笔录可以纳入勘验笔

录的范畴[15]，但是，从制作的主体、时间以及笔录所包含的内容等方面来看，现场笔录与勘验笔录存在

一定的差异，将现场笔录纳入勘验笔录的范畴不甚合理。其次，明确税务执法文书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

属性与证据效力[10]。税务执法文书是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检查、稽查以及处理涉税违法行为的过程中，

依法出具的各类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文件，其本质上是税务机关的主观意见，在行政法领域具有效力，

但是在刑事诉讼中并非法定证据种类，不具有证明力，但是可以作为辅助材料供司法机关参考。最后，

进一步规范税务机关的证据收集。当前，税务机关收集证据的规范性不足，而刑事证明所需要的证据的

要求往往较高，税务机关所收集到的证据大多不能满足司法机关刑事证明的要求。因此，笔者认为税务

机关在收集固定证据的过程中，可以寻求司法机关的咨询帮助，司法机关应当及时回复或提供协助。 

5. 结语 

税收犯罪的防治不仅需要刑事立法以及刑事司法的不断完善，更是与行政立法与行政执法密不可分，

要想实现对税收犯罪的有效治理，维护我国税收征收管理秩序，就要实现税收犯罪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

的有效衔接，不断完善涉税刑事法律与行政法律，规范税务机关的执法活动，税务机关与司法机关相互

配合、相互协作，争取每件涉税违法犯罪案件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因税收违法行为给国家税收征

收管理所造成的损害能够得到及时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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